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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金元之际《诗经》学价值考论

张 勇 耀

摘　 要：金元之际《诗经》学的传播接受可以从正史、作家文集、科考命题、笔记、杂剧等文本中加以考察。 这一时期

的《诗经》学对于“夫子删《诗》”、“三颂”顺序、朱熹《诗集传》在元初北方传播接受情况都有独特反映，也因处于易

代之际而呈现出鲜明的实学特征和“王道”精神，并影响到了这一时期的诗学思想。 考察这一时期《诗经》学的独

特价值，对于加强《诗经》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构建相对完整的《诗经》学研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金元之际；《诗经》学；夫子删诗；“王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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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传世文献较少，金元之际的《诗经》学一直

未引起充分关注。 即如断代研究，金代《诗经》学几

乎不被提及，元代《诗经》学的研究范围则多为南宋

入元之后的南方《诗经》学。 事实上，金代学术上承

北宋，经学在河南、河北、河东、山东等北宋故地都有

很深的根基和渊源。 同时，由于《诗经》横跨经学与

诗学两大领域，因而具有更为深广的接受性，可以说

没有一个文人不对《诗经》烂熟于心。 如郝经在《朱
文公诗传序》中所说：“《诗》之为义，根于天道，著于

人心，膏于肌肤，藏于骨髓。”① 《诗经》是士人精神

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宋、金分治后，金代《诗经》学沿着北宋路径发

展，并因北方多民族的融汇而呈现出与南宋《诗经》
学全然不同的样貌；金元之际的战争破坏和文明断

裂的危机，又使北方《诗经》学呈现出鲜明的实学特

征。 金亡之后，幸存文士许衡、姚枢、王磐等人自觉

以传承斯文命脉为己任，精研学术，讲学传道，他们

以及在他们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郝经、王恽等人，后来

也成为元初制度与文化重建的重要力量，金代百余

年学术的积淀也因此由山林重返庙堂。 而随着朱熹

《诗集传》传入北方，南北《诗经》学开始出现一定程

度的融汇，是这一时期《诗经》学研究中的亮点之

一。 我们不妨以此为切入点，考察这一时期《诗经》
学的文本形态、经学价值、时代特征及其在《诗经》
学史上的独特位置。

一、文本考察的多种形态与文献价值

金代《诗经》学传世文献极少，检商务印书馆

１９５８ 年出版的《辽金元艺文志》与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 年

出版的薛瑞兆《金代艺文叙录》，除综合的“五经”类
外，金代《诗经》学没有专门的著述流传。 相较而

言，元代《诗经》学著述数量还算可观，据中华书局

２００２ 年出版的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统计共有

７７ 种，但籍贯属于北方、时间属于金元之际的只有

一种，即王恽的《商鲁颂次序叙说》。 作为研究元代

《诗经》学的专门著作，崔志博《元代〈诗经〉学研

究》考证出元代包括“专门著述”“单篇论述”“包含

在其他著作中的《诗经》研究”“《诗话》中的《诗经》
论述”在内的《诗经》学著述共 １４３ 种，可谓搜罗备

至，其中属于金元之际北方的《诗经》学著述增加到

了 ７ 种，包括李简《诗学备忘》（佚），王恽《商鲁颂次

序叙说》《黄鸟三良说》，郝经《五经论·诗》 《朱文

公诗传序》，许衡《与耶律惟重》，姚枢等人《五经要

语》（佚）②。 这是金元之际《诗经》学研究的重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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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虽然作者对这部分内容未予充分论述，但无疑为

我们提供了思路。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不妨从以下

几种文本形态中，对这一时期《诗经》学接受传播情

况加以考察。
一是《金史》 《元史》及元好问《中州集》 《遗山

集》等文献中著录的《诗经》学影响情况。 考察《金
史》可知，金代海陵王、世宗、章宗等都喜欢儒家经

典，海陵王天德三年（１１５１），国子监印定《毛郑诗

经》，世宗大定二十三年（１１８３）又诏译五经四书为

女真文字。 金代科举考试规定在“五经三史”内出

题，《诗经》 以毛苌注、郑玄笺为基准，天眷二年

（１１３９）会试题“君子能尽人之情赋”即出自《诗经·
采薇》“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句《毛传》：“君子能尽

人之情，故人忘其死。”贞元二年（１１５４）御试题“王
业艰难赋”出自《毛序》：“《七月》，陈王业也。 周公

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

也。”大定十三年（１１７３）御试赋题“周德莫若文王”
出自《毛序》：“《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
世世修德莫若文王”③。 帝王的重视和科举的推动，
使《诗经》在金代有着深广而普遍的接受史，而这也

正是元初北方《诗经》学的渊源所在。
金亡后，较早进入蒙元政权的耶律楚材注重保

存金代文献，于蒙古太宗八年（１２３６）奏请“立编修

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④，平阳刻书即

有《毛诗注疏》。 随着许衡、姚枢、窦默等文士相继

出仕，《诗经》学也逐渐回到庙堂，至元三年（１２６６），
姚枢、窦默、王鹗、杨果、商挺等前金老臣同纂《五经

要语》凡二十八类进献⑤。 这些努力也使元朝统治

者能够重视五经的作用，至元五年（１２６８），忽必烈

“敕从臣秃忽思等录《毛诗》《孟子》《论语》”⑥。 五

经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统治者形成了濡

染，在元初的文化重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至元三

十年（１２９３），许衡的学生不忽木因“有星孛于帝座”
而被忽必烈连夜召入禁中，“问所以销天变之道”，
不忽木引《诗经》中的“敬天之怒”和《毛序》中的

“遇灾而惧”以对，说“三代圣王，克谨天戒，鲜不有

终”，又诵汉文帝的《日食求言诏》。 忽必烈悚然曰：
“此言深合朕意，可复诵之。”⑦ 蒙古族士人对《诗
经》传注的援引，可以很好地说明元初《诗经》学的

接受传播情况。
二是学人文士的经解类、经论类著述，以及杂

著、书信、诗序等文本，这是考察金元之际《诗经》学

的主要领域。 崔志博所列郝经的《五经论·诗》属

于经论类，王恽的《商鲁颂次序叙说》《黄鸟三良说》
属于杂著类，许衡的《与耶律惟重》是书信，郝经《朱
文公诗传序》是书序。 还可以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增

补，如许衡的《大学直解》 《中庸直解》中对《大学》
《中庸》中所引的《诗经》语句多有解读且呈现出鲜

明的时代特点；王若虚的《五经辨惑》 《论语辨惑》
《孟子辨惑》中都有辨说《诗经》的内容，涉及对《诗
经》学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此外元好问《陶然集诗

序》《杨叔能小亨集引》，郝经《辨微论·经史》 《一
王雅序》《与撖彦举论诗书》，刘因《叙学》等文都有

对《诗经》的相关论述。
这些文本中往往会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命题或包

含重要信息。 如郝经《朱文公诗传序》涉及《诗经》
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问题：朱熹的《诗集传》何
时传入北方？ 据郝 《序》 可知，到蒙古宪宗二年

（１２５２）前后，朱熹《诗集传》才在北方首次刊刻，“是
书行于江汉之间久矣，而北方之学者未之闻也”⑧。
此前朱熹的其他著作已随着金末交聘和南北战争陆

续北传，元好问正大三年（１２２６）所作《良佐镜铭》写
到完颜彝“读新安朱氏《小学》，以为治心之要”⑨，
则《小学》传入北方在此年之前。 王若虚“辨惑”诸
书中多次引用《四书章句集注》和《语孟集义》，此二

书传入北方也在金亡前后。 金亡次年（１２３５），姚枢

从宋人俘虏中救出学者赵复，赵复在北方讲学，主要

就是讲程朱理学；蒙古太宗十二年（１２４０），许衡从

姚枢处手录程颐《易传》和朱熹《论孟集注》《中庸大

学章句》 《或问》 《小学》等书而还（耶律有尚《许鲁

斋考岁略》）；乃马真后四年（１２４５），蒙古将领察罕

和张柔攻掠南宋治下的淮西，朱熹《通鉴纲目》作为

战利品被带回北方。 而《诗集传》传入北方却比其

他著作晚很多年。
三是金元之际的笔记类文本。 李治（一作李

冶）金亡后沉浸学问，“经为通儒，文为名家”⑩，所
著《敬斋古今黈》中论《诗经》的数十条多有创见。
如他提出《诗经》“难读”，是因为“音、释参糅”，毛、
郑两家只能舍一取一，不可兼顾，否则会“前后鉏

铻，无所统纪，而义益暗”。 李治对郑玄笺、孔颖达

疏多有不认同之处，如他对郑玄“国史采众诗时，明
其好恶，令瞽矇歌之”之说提出质疑：“令瞽矇歌时，
先已有其声耶？ 悉使之创其声耶？”并进一步提出

《诗》的去取和改声问题。 对于《毛序》中“国史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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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

其上”句，郑笺“诗无作主，皆国史主之，令可歌，故
读称国史”，孔疏“凡人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谓之为

史，不必要作史官”，李治表示不能认同，他认为史

官去取的关键在于能“洞达作者之旨”。 李治对

于“六义”中的“比”和“兴”也提出了独到见解，他
反对以比为刺、以兴为美之说，认为孔颖达“美刺俱

有比兴”的说法虽然合理，但美刺并不专以善恶而

言。 他还提出“兴”字有两读，读去声时则为兴起之

情，读平声时只为兴起己意，从声训角度对“兴”
作了细微辨识。 他赞同“四始”为国风、大小雅及三

颂和郑玄“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之说，对《诗纬·
泛历枢》中水始、木始、火始、金始之说加以驳斥，认
为是“图谶家语”；对于郑玄以人事解“四始”却在

《六艺论》中引《春秋纬·演孔图》的矛盾做法表示

难以理解。 此外，他也考证《无羊》《采苓》等篇的

传注之误，修正前人之说，对经义有所发明。
四是金元杂剧。 这是这一时期《诗经》学文本

形态中非常独特的一种。 金元之际的剧作家大多具

有深厚的经学背景，在科举中断的时代，剧中金朝故

地河南、 山东书生却多 “自幼业儒， 颇看 《 诗》
《书》”。 剧作家的学术背景和对《诗经》元典及其

注疏的理解，往往会通过剧中人物之口得以呈现。
如金末太医院户关汉卿，在其杂剧《山神庙裴度还

带》中借人物之口说：“《毛诗》云：‘投之以木桃，报
之以琼瑶。’焉敢忘恩人之大德也。”引诗出自《卫
风·木瓜》，原诗作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毛诗序·木瓜》云：“《木瓜》，美齐桓公也。 ……卫

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关汉卿所用正是

《毛序》 之意。 又如女真剧作家石君宝 （ １１９２—
１２７６），本姓石盏，金亡时 ４２ 岁，他的剧作中多有金

代学术与生活的印迹。 在《鲁大夫秋胡戏妻》中，他
借人物之口说：“曾把《毛诗》来讲论，那《关雎》为首

正人伦，因此上儿求了媳妇，女聘了郎村。”《毛诗

序·关雎》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 所

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

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石君宝所引的这段

话用的正是《毛序》“《关雎》厚人伦”之意。 金元杂

剧中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由于金元两代非汉族政权的性质以及战后重建

文明秩序的需要，《易》 《礼》 《春秋》等比《诗经》具
有更为经世治用的特点，因而整个金代直至元初

《诗经》学都不够发达。 即如中统年间仕至中书省

右三部侍郎的唐山人李简，只有《学易记》传世，《诗
学备忘》未能保存下来。 但扩大范围，这一时期《诗
经》学的相关情况还是能够得到一定的考察。

二、聚讼问题的独到见解与经学价值

金元之际的《诗经》学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

一环，这一时期的士人对于《诗经》有他们独到的认

识，对历史上一些争讼已久的问题也有独特的看法。
将之与北宋《诗经》学、元中后期《诗经》学以及同一

时期的南宋《诗经》学加以比对，我们就能判断它在

学术史上所处的位置以及在《诗经》学传播接受中

的可贵价值。 从经学价值的角度考察，这一时期的

《诗经》学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有着独特思考。
１．“夫子删《诗》”问题

孔子是否删过《诗》，是《诗经》学史上的著名公

案。 唐代孔颖达对司马迁 《史记》 中的 “夫子删

《诗》”之说产生怀疑，宋儒则坚持夫子没有删《诗》，
因为如果删过，一定不会留下那么一批“淫诗”，这
场争讼到清代达到极盛。 近代夏传才先生总结千年

争讼，认为孔子只是删除重复芜杂的篇章，“按原来

的编次和规模，整理出一个比较完善的版本来”，
观点较为折中。 刘毓庆先生《〈诗〉的编定及其文化

使命》一文，从西汉总集编纂的相关背景、孔子编

《诗》的文化使命等角度，认为“对于孔子编《诗》说，
在没有新的材料出现之前，我们认为还是要尊司马

迁的记载”。 近年来争讼仍在继续，尤其以清华简

《周公之琴舞》为中心，引发了系列讨论。 那么金元

之际的学者如何认识这一问题？ 元好问在为友人杨

鹏所作的《陶然集诗序》中云：
　 　 自“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自伯之东，首

如飞蓬”“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既见复关，载

笑载言”之什观之，皆以小夫贱妇，满心而发，
肆口而成，见取于采诗之官，而圣人删《诗》亦

不敢尽废。

元好问本意是谈诗歌创作，由先秦诗风与当下

诗风的对比，说明诗变与世变的密切关系。 他认为

秦以前民俗淳厚，去先王之泽未远，所以那些小夫贱

妇“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也不害为合理，采诗官采

取后，即便圣人删《诗》，也不会删去这些内容。 对

于这段文字的经学价值，当代学者已有论述，认为一

是元好问“认可男女真情的客观存在，时加揄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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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与理学家（主要是朱熹等人“淫诗”之说）迥然

不同的道德判断”，二是 “认定 ‘夫子删 《诗》’ 之

事”。 当然元好问算不得经学家，本意也不在谈经

学，但他对删《诗》和“吟咏性情”的看法，在金元之

际的北方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与元好问相比，郝经更具有学者的性质。 他的

学术渊源，一方面得自北宋程颢兴学泽州的流风余

韵和家学熏陶，另一方面又受到宋儒赵复的指授。
《宋元学案》将他列入《江汉学案》体系。 郝经在《一
王雅序》中说，六经皆史，“圣人皆因其国史之旧而

加修之，为之删定笔削，创法立制”，可知郝经也认

可“夫子删《诗》”。 他在《与撖彦举论诗书》中谈到

《诗经》时又说：“观圣人之所删定，至于今而不亡，
《诗》之所以为《诗》，所以歌咏性情者，只见《三百

篇》尔。”与元好问的观点如出一辙。
２．《商》《鲁》《周》“三颂”的顺序问题

王恽与郝经同属入元第二代文士，金亡时八岁，
父亲王天铎金末为户部主事，著有《易学集说》 （一
作《王氏易纂》）。 王恽青年时期跟随王磐、姚枢等

人学习，后又受到杨奂、元好问等人指授，是第二代

文士中的中坚人物。 他的《商鲁颂次序叙说》来源

于两位学生的问题：“《鲁》继《周颂》，《商》次《鲁
颂》之后，何居？”为什么是先《周颂》次《鲁颂》后

《商颂》呢？ 似乎不符合时代顺序啊。 王恽回答说：
　 　 《三百篇》皆周诗，鲁则列国，盖周之胤裔，
僖公又鲁之贤君，天下无王，荡荡板板，而周礼

尽在于鲁。 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

周乎？”贤诸侯不与，将畴归？ 恐亦《书》 终以

《秦誓》继之之义也。 若《商颂》次之《鲁》下，
殷周之先代前后不叙，意者孔子殷后，又当斯文

之主，《那》 等乐歌皆成汤、高宗盛烈，其声其

灵，赫赫濯濯如此，为子孙者删次之际，偶得是

篇于太师，可忽而不录？ 仍附于后以终其弦诵

之意，恐或然欤？

关于“三颂”的顺序问题，唐人注《文选·潘安

仁笙赋》时引《乐纬动声仪》云：“先鲁后殷，新周故

宋。”北宋陈傅良认为，《周颂》在前，《鲁颂》在后，表
达的是尊卑关系，因鲁国与周朝相比，周朝是天子，
鲁国是诸侯；《鲁颂》在前，《商颂》在后，表达的是亲

疏关系，《商颂》的时代虽然在前面，但因为殷商与

周的亲疏关系不及鲁，所以要排在《鲁颂》的后面，
当代学者也认为这样的排列以及陈傅良的观点是有

道理的。 王恽则从周、商、鲁的关系以及孔子的出

身问题，分析了孔子编选《诗经》的思路：重视《周
颂》，所以列为首；周之礼乐尽入于鲁，所以次《鲁
颂》；至于让《商颂》殿后，则与孔子是殷商后裔的文

化身份和文化心理有关。 这一观点与陈傅良有类似

之处，而在《商颂》殿后一事上比陈解格局更大。 他

还提出一种猜想，那就是《诗经》已编完后又发现了

《那》等乐歌，所以另编为《商颂》。 他的看法代表了

金元之际学者对于《诗经》编选思路的一种探讨。
尤其周朝易代之际“天下无王，荡荡板板”与金元之

际的社会现实颇为类似，对“周礼”的阐发，也部分

地对接了士人对当时纪纲礼乐需要重建的思考。 此

外，从“删次之际”一句，也可看出王恽对于“夫子删

《诗》”的认同。
这一问题到了清代也依然在探讨。 魏源承陈傅

良之说：“孔子自卫反鲁，正礼乐，修《春秋》，据鲁，
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是以列鲁于《颂》，示东周可

为之志焉；次商于鲁，示黜杞存宋之微权焉；合鲁、商
于周，见‘三统’循环之义焉。”。 皮氏认为三《颂》
有“通三统”之义，与《春秋》 “存三统”大义相通。
皮锡瑞也认为，指出孔子所定《六经》，皆有微言大

义，“‘先鲁后殷’，谓《鲁颂》在先，《商颂》在后。 所

以录《商颂》于后者，即《春秋》 ‘新周故宋’之义”，
并认为三《颂》有“通三统”之义，与《春秋》 “存三

统”大义相通。 这又是对魏氏观点的发展。
３．朱熹《诗集传》在元初北方的影响与评价问题

朱熹《诗集传》刊刻于北方后，郝经在《朱文公

诗传序》中对其推扬云：
　 　 时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横澜，折圣学而归

衷，集传注之大成，乃为《诗》作《传》，近出己

意，远规汉唐，复《风》 《雅》之正，端刺美之本，
釐训诂之弊，定章句、音韵之短长差舛，辨大、小
《序》之重复，而《三百篇》之微意，“思无邪”之

一言，焕乎白日之正中也。 其《自序》则自孔、
孟及宋诸公格言具載之，毛、郑以下不论，其旨

微矣。

这是金元之际北方学者对朱熹《诗集传》的评

价。 郝经认为，齐鲁毛韩四家之说纷纭杂乱，郑笺、
孔疏又于义未备、于理未明，而朱熹的《诗集传》对

汉、唐《诗经》学既有继承，又有独创，为《诗经》学的

正本清源做了多方面的工作，揭示了《诗经》的根本

意旨，其功至伟。 这种评价深合朱熹“以诗解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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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诗集传》在北方的传播。
许衡《与耶律惟重》则谈到一位青年学者向他

请教：南宋真德秀的《诗说》与朱熹的《诗集传》相

比，有什么异同呢？ 真德秀 （１１７８—１２３５） 比许衡

（１２０９—１２８１）早生 ３１ 年，去世时许衡已 ２６ 岁，但因

为南北阻隔，无缘相见。 许衡的回答明确表示了对

真德秀的批评和对《诗集传》的维护。 他举《春秋三

传》和《尚书序》的例子说：“《春秋》坏于《三传》，此
说固矣，然尽去《三传》而不读，吾恐拟议之失又甚

于《三传》；《书》义坏于汉儒之《序》，此说固矣，然
尽欲去之而不读，吾恐逆度之差又甚于汉儒之序。”
所以，程、朱对于《诗经》的解释，“历千余岁，其间变

故又复不少，遗脱舛误，焉能尽如洙泗之旧？”也即

有所讹误也在所难免，不能因此而对《诗集传》的学

术价值和经典地位有所怀疑。 许衡甚至质疑真德秀

其人，说：“旧见西山文字平实简易，不意此论急迫

谩骂，殊无温柔敦厚含蓄气象。 抑岂少日之为耶？
抑或他人为之而传者之误耶？ 观其考核辨难，出人

意表，未易折中。” 这是《诗经》学史上的一则疑

案。 按照许衡的说法，真德秀的《诗说》对朱熹《诗
集传》多有怀疑和否定。 但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
是真德秀传世著作中并无《诗说》；二是真德秀与朱

熹同乡，早年师从朱熹弟子詹体仁，并且一向私淑朱

熹，清人陆世仪称“西山之于朱子，犹孟子之于孔

子”，黄宗羲《宋元学案》中甚至认为真德秀过于

墨守朱熹而少有创见。 或许真如许衡所怀疑的，
《诗说》是他人所作而误传为真德秀所作。

４．“三良”殉葬谁之过的问题

秦穆公以子车氏三兄弟殉葬，《诗经·秦风·
黄鸟》和《左传》讲述诗本事时都表达了对三良的同

情和对秦穆公的愤慨。 此后曹植、陶渊明、柳宗元等

人题咏，或批判穆公和执行者康公，或同情“三良”；
但北宋苏轼《和陶咏三良》却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三
良”，南宋吕祖谦表示赞同，王若虚对此提出批判：

　 　 东坡诗云：“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 魏

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若以魏颗事律之，则

正可责康公耳。 柳子厚所谓“从邪陷厥父，吾

欲讨彼狂”是也。 吕氏《博议》反覆曲折以辨三

子之非，刻核尤甚。 始予犹谓是少年场屋之文，
出于一时之率尔，而读《诗记·黄鸟篇》复引苏

氏语为解，乃知其所见之蔽盖终身也。

王若虚反对苏轼责备“三良”，更对吕祖谦《左

氏博议》中《秦穆公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一文和

《诗记·黄鸟篇》中赞成苏轼之说提出批判，认为这

是吕祖谦的终身之蔽。 在这一问题上，朱熹与吕祖

谦观点截然不同，王恽对朱熹的观点极为认同，并再

次对苏轼提出批判：
　 　 观坡《和陶三良》诗，反覆咏味，似责三良

之不当死也。 当时从死穆公者百七十七人，盖

康公从先君乱命，迫而纳之也，三良之不死，得

乎？ 若专责康公可也，分谤三良，岂忠恕之道

哉！ 只以坡之议论英伟，辞气纵横，读之者爱其

如此，故不觉白璧之有微瑕也。 若晦翁之《诗

说》，可谓尽之矣。

朱熹《诗原辨说》赞同《诗序》 “哀三良也，穆公

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之说，并在《诗集传》中回归批

判穆公的主调，认为“穆公于此，其罪不可逃矣”，并
关注到“三良”的个体生命感受和不得已的情状，由
此推及“王政”，正是因为“王政不纲，诸侯擅命，杀
人不忌”，直接开启了秦始皇下葬时“后宫皆令从

死，工匠生闭墓中”践踏生命的先河。 王恽赞同朱

熹之说，认为苏轼《和陶咏三良》批判“三良”有违忠

恕之道，时人因爱苏轼文辞之雄而对这一错误观点

未加考辨。
对这些争讼已久问题的判断，是金元之际《诗

经》学的独特价值。 其时南北尚未统一，学术也处

于半融合状态，接受与猜测并存，呈现出既沿北宋学

术路径演进，又与南宋学术参照渗透的一面，对于观

照《诗经》学的总体走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易代之际的实学特征与经世价值

面对长期战乱和中原文化断裂的严重危机，金
元之际士人强烈的救世心理使这一时期的学术具有

鲜明的时代性，经学的实学特征更为彰显。 郝经在

《文弊解》 中说，六经无虚文，“天人之道，以实为

用”，“《易》之文实理也，《书》之文实辞也，《诗》之

文实情也，《春秋》之文实政也，《礼》文实法而《乐》
文实音也”，正是对这一时期经学实学特点的概

言。 具体到《诗经》学，其实学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１．突出的济世致用精神

王若虚金末为翰林直学士，其“辨惑”多与金末

现实相关。 如在《孟子辨惑》中，他称赞孟子解《诗》
的“以意逆志”之说，认为这是孟子“随机立教，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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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常，凡引人于善地”之举，并认为孟子对于“委巷

野人之传”，只要能“驾说明道”，也加以引用，并且

“其辞劲，其气厉，其变纵横而不测，盖急于救世而

然”。 以“急于救世”为基点来认同孟子的“以意

逆志”，迭合了金元之际士人急于救世的愿望。 在

《五经辨惑》中，对《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一句的解释，他赞成孔颖达疏“既能明晓善恶，
又能辨知是非，以此明哲，择安去危而保全其身，无
有祸败”之说，认为后世学者不明其理，仅抓住其中

“保全其身，无有祸败”之句，得出“远害自全之意”，
使之成为士人远害避祸的条律，“凡以刚直谏诤不

容于时者，辄持此说以律之”。 王若虚辨之云：
　 　 呜呼！ 山甫以忠臣遇明主，一篇所颂，无

非建功立事以自效于公家者。 且此语之下，以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继之，何尝有远害自全

之意哉！ 予尝深推之，盖《中庸》 有云：“国有

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而引此

诗为证，学者因之错会耳。 殊不知《中庸》所以

引之者，总结上文，而非专举一句之义也。

此辨中，王若虚不但批判士人以《诗经》学经典

作为避世盾牌的士风，而且从学术层面找出了导致

士人错会的原因，也体现了他对金末士人趋利远害

心理的批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而元初主管教

育的许衡也讲这一句，话锋却全然不同。 他说：
　 　 “明”是明于理，“哲”是察于事，“保”是保

全。 子思又引《诗经》中言语说：人能既明得天

下之理，又察得天下之事，则日用之间，凡事皆

顺理而行，自然灾害不及，所以能保全其身于

世。 《诗经》之言如此。

王若虚强调“明哲保身”并不是说君子应该趋

利远害，而应力效公家；许衡则更强调人在主观行为

上“顺理而行”，自然可以远离灾害。 二人解读的不

同，全在于时代现实处境的不同：一在末世战乱时

期，一在新朝初建之时；前者需要激励士人效力救

国，后者需要引导士人顺理而行。
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礼乐文明，是金元

之际士人的共同愿望和一致的努力方向。 正是在这

一思潮下，李治在《敬斋古今黈》中提出了希望恢复

《诗经》和乐吟咏的传统。 他说：“古诗三百五篇皆

可声之琴瑟，口咏其辞，而以琴瑟和之，所谓弦歌

也。”假如当今的学者能够仿佛于古人，“则人心近

正，庶几诗乐之犹可复也”。 朱熹对此也有相关论

述，李治引朱熹《四书或问》之说，认为“晦庵言引

《诗》者犹当嗟叹咏歌之，况读之者乎？”他提到以前

听说东平一士人家中蓄有琴谱一编，“四诗悉备，兵
烬以来，不知存否”，他甚至想自己补一二编，因不

深解音律，所以不敢妄为。

这一时期学者对于《毛序》 《郑笺》的引用也体

现出鲜明的实学特征。 如王磐在官修《农桑辑要》
的序中说：“余尝论《豳》诗知周家所以成八百年兴

王之业者，皆由稼穑艰难积累以致之。”这里引用

《毛序》对《豳风·七月》主题的阐述：“《七月》，陈
王业也。 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

业之艰难也。”这也是金代贞元二年（１１５４）御试

题“王业艰难赋”的题源。 北宋程颐将“王业艰难”
转化为“稼穑艰难”，程颐《诗新解》中说：“《七月》
大意，忧深思远，周公盖欲成王知先王致王业之由，
民之劳力趋时，稼穑艰难如此。”从“王业艰难”到
“稼穑艰难”，体现的是帝王视角到民生视角的转

换，王磐之说上承程颐，正可看出对民生的重视。 又

如元初任京兆教授的前金文士李庭在《故宣差丝线

总管兼三教提举任公诔辞》中写道，任公欲“振起儒

风……使 《大东》 无告病之诗， 《子矜》 免废学之

刺”。 《大东·毛诗序》：“《大东》，刺乱也。 东国

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 《子
矜·毛诗序》：“乱世则学校不修焉。”郑玄注：“国
乱，人废学业。”在金元之际教育断裂、人废学业的

时代，这位任公兴学重教、振起儒风，无疑令士人深

为感佩，李庭的引用也寄托着儒学复兴的愿望。
２．强烈的“王道”精神

近年有学者关注到了《诗经》中的“王道”精神，
认为目前学界对这一话题关注较少。 而金元之际

的《诗经》学在这方面正有突出的表现。
“王道”与“霸道”相对，其本质是“仁”，也即孔

子所说的“修己以安百姓”，这是元初士人反复陈述

并希望忽必烈能够践行的立国之道。 作为忽必烈潜

邸谋士和元初建国纲领的拟定者，郝经对于《诗经》
中的“王道”精神有着深刻的领会和思考。 他在《朱
文公诗传序》中说：“《诗》者，圣人所以泰天下之书

也，其义大矣。 性情之正，义理之萃，已发之中，中节

之和也。 文、武、周、召之遗烈，治乱之本原，王政之

大纲，中声之所止也。”他把《诗经》的意义与治乱、
王政紧密相联，认为《诗经》既是学术的，更是经世

致用的，“岂崎岖训辞鸟兽虫鱼草木之名，拘拘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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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而得尽之哉”。 郝经又在《辨微论·经史》中

说，六经皆史，“《诗》，史之政也”；又在《一王雅

序》中说：“六经具述王道”，“王者之迹备乎《诗》，
而废兴之端明”，圣人删定后创法立制，“而王道尽

矣”。 这些论述都体现了他对于《诗经》王道精神

的思考。 他的《五经论·诗》论及“致治之君”如何

通过《诗》来“观乎人情”。 他说对于民间“妇寺之

言”，“史书之，瞽歌之，巡狩而采之，朝贡而陈之，太
师声之，君人者俨然而坐听之”：

　 　 闻其安乐之音，循己而省之曰：“吾何德何

修，而臻此欤？”乃兢业祗惧，德日益加修，行日

益加检，洁齐粢盛，作为乐歌，荐之郊庙，曰：
“兹先王之致也。”其闻怨以怒哀以思之音也，
矍然而起，愀然而变，循己而省之，曰：“予得罪

于天下矣，予负责于后世矣，予其遘天之诛矣？
前言往行，何者之愆？ 礼乐刑政，何者之紊？”
惴惴乎蹈深渊也，愬愬乎履虎尾也。 德日益修，
行日益检，以销神人之怒，犹可及也。

《诗》之施于王政，就是为了使君王兢业祗惧、
修德检行。 最后他得出结论说：“至矣哉！ 《诗》之

于王政如是之切也，于人之情如是之通也，于治乱如

是之较且明也。 故有国君人者，不可以不读《诗》。”
这是郝经为元朝统治者讲论《诗经》与治国之间关

系的重要文本，既是对《诗经》可以作为“王政大纲”
的释读，又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至元八年（１２７１），许衡任国子祭酒，以教育的

方式向蒙古子弟和汉人后学传播中原传统文化。 他

在《大学直解》 《中庸直解》中，对《大学》 《中庸》所
引《诗经》语句的解读，大多关乎治国理政，体现出

鲜明的“王道”精神。 如以下几条：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是

《大雅·文王篇》。 ……周家自从后稷开国以

来，邦国虽旧，及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方
才受天命以有天下，所以说其命维新。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是

《商颂·玄鸟篇》。 ……诗人说天子所都，其地

千里，有衣冠文物之美，四方百姓每（们）都愿

居止于内，是邦畿乃民所当止的去处。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诗》是

《小雅·南山有台篇》。 ……曾子引《诗》说，可
嘉可乐的君子在人上，是百姓每的父母。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

殷，峻命不易”：《诗》是《大雅·文王》。 ……
（纣）失了众人的心，遂失了天下，后来周家做

天子的当要鉴视殷家这上天的大命，保守甚难，
不可失了人心。

作为讲学教材，许衡的“直解”语言浅易明白，
然而用意极深。 综观这些讲解，无不在强调帝王要

“新其德，以及于民”，中原“有衣冠文物之美”，帝王

“不可失了人心”。 在大乱初定之后，这些讲解对于

启发引导元朝王室修身新德、爱护中原文物、爱护中

原生民、珍惜天命、借古鉴今、重视人心等，无疑有着

积极的引导作用。
３．反映现实的诗学精神

时代的震荡，多民族的融汇，使金元之际《诗

经》学在诗学领域的运用被极大地强调了。 有学者

论及这一特点时说：“虽然中国古代作为经学体系

中的《诗经》学和诗学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不可混为

一谈，但是金元时期的文士运用经学的名称赋予新

的理解，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去，却是一个十分普遍的

现象。”这一期间，《诗经》被诗论家们反复言说，
《诗经》学中诸如“风雅”“温柔敦厚”“性情之正”等
经学命题，被作为诗学元素充分开掘，并用以指导诗

风革新。 如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说：“唐诗所

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 何谓本？
诚是也。 ……唐人之诗，其知本乎？ 何温柔敦厚、蔼
然仁义之言之多也。”元好问提倡诗歌应体现“温
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并认为唐诗之所以能够直

继《诗经》，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达到了这一标准。
郝经在《答冯文伯书》中对文章只求工丽而丧失了

六经之义的现象予以批驳：“文章工，语言丽，俗学

骛，而六经之义废。”刘因《叙学》中说：“学诗当以

六义为本，《三百篇》其至者也。”，这是经学与文

学最为深度的结合。
此类观点在元初文学中较为多见，如许衡的弟

子姚燧在“诗可兴可怨”的基础上提出：“今之诗，虽
不得方《三百篇》，可考以知国风与王政之小大，要
亦繇于吟咏性情，有关美恶风刺而发，非徒作也。”

同一时期的卢挚也说：“大凡作诗须用《三百篇》与
《离骚》，言不关于世教，义不存于比兴，诗亦徒

作。”作诗要有关世教并且义存比兴，这正是“诗
六义”的重要内涵。 而这一特点在诗学领域被反复

强调，与元初文士希望诗歌关注现实的心理有极大

关系。 此外，对《诗经》经义的理解和对“王道”精神

５４１

金元之际《诗经》学价值考论



的提倡，也影响到元初的诗歌选本。 被拘真州期间，
郝经编《一王雅》诗歌选集，就把“关国体，系治乱，
本废兴”“抑扬刺美，反复讽咏”作为选诗的标准，目
的就是“期于大一统，明王道，补缉前贤之所未及

者”。 以此为标准，他选诗甚至“不计其工拙”。

四、结语

从贞祐元年（１２１３）冬蒙古军队三路入侵开始，
中原陷入战乱几十年，大批士人死亡，典籍文物等实

体文化形态毁灭散亡，维系社会文明秩序的纪纲礼

乐制度基本丧失。 金亡后，一批士人以道自任，传承

斯文，并积极吸收南宋儒学，使金代百年学术得以保

存并生发出新的活力。 入元后，在使蒙元统治者接

受儒学、恢复儒家地位的漫长过程中，《诗经》学的

作用不容忽视。 考察这一时期《诗经》学的接受传

播及其多重价值，可以有效补充《诗经》学界对这一

段研究的缺失，对于加强《诗经》学研究的薄弱环

节、构建相对完整的《诗经》学史研究体系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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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ａｋ ｌｉｎ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ｏｎｇ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ｏｎｇ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ｕｒｉｎｇ Ｊｉｎ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ｏｎｇｓ；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ｎｇｓ ｍａｄｅ ｂｙ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ｓｐｉｒ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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